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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方向·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研究

周弘

在科研领域，我最先定向的是欧洲福利国家研究，在研究福利国

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梳理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提供一些信息和自己的理解。离开布兰代

斯大学以前，我到海勒学院拜访了著名的社会福利哲学家大卫·基尔

教授。基尔教授问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很

多，你想从哪个角度切入？”我说，根据我的基础和兴趣，还是想集

中了解社会保障的历史和哲学。他给我推荐了一批书，其中包括维伦

斯基和勒博的《工业化社会与社会福利》、瑞姆林格的《福利政策和

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工业化》、波兰尼的《大转折》（又译《巨变》），

以及艾斯宾-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还有一些其他

的书，基尔教授说，这几本书是基础的基础。我设法购买或复印了这

些书籍带回了中国。

回到中国以后，有一些国际性机构邀请我去工作，例如联合国国

际开发署，我也给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过社会保障改革和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的顾问。布兰代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还是

有一定的市场价值的，很多单位允诺的薪酬是我在欧洲研究所工资的

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但是我这个人对于赚钱多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

觉，却总是盘算着自己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事，常

有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对于国际组织的职位，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动心，

我的职业标准是看自己在哪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做成几件

事。思考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我就下决心放弃国际组织的工作。

还有另外一些就业机会，例如当时我父亲已经任职香港，有些香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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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听说我完成了学业，就提出要为我提供在香港工作的职位。但一则

是我父亲严令禁止子女到香港谋职，二是那些赚钱的职位与我多年来

的积累和兴趣特长相距甚远，所以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在经

济上拮据惯了，满足于够用就行。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经济上的确有

点紧张。每个月 97元的工资，30元用于儿子的小保姆，30元用于房

租水电杂费，30 元在月初时订好了牛奶、买齐了粮食和油盐，余下

的 7元，每天买 2角钱的肉末给儿子包肉包子。居然也就都够用了，

还对自己的“理财能力”颇感满意。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月薪涨到

365 元，也觉得够用了。其实，我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我觉得作为留学归国人员，理应为祖国

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二是我自信可以做出点积极的贡献，例如可以

帮助同事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使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高一个档

次；三是希望能够有更多自主的时间，将我当时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

福利的理解和发现写成一本书。我当时感觉，这本书应对国内相关领

域的改革有些参考作用。若干年后，我遇到有些大学教授，他们见到

我的第一句话就说，读了《西方社会福利的解析》，眼界为之一开，

而后就走上了社会保障研究的道路。知道我的那本小书的确发挥了一

点儿作用，我真心地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欣慰。

《西方社会福利的解析》（这是编辑给我起的书名，为了和丛书

中的其他各卷保持一致，而我习惯把这本书称为《福利的解析》）第

一版印刷是在 1996 年，后来与东方出版社的一套研究西方的丛书一

道于 1998 年出版。这本书的篇幅不长，写作的目的是厘清社会福利

与职业（或部门）福利之间的区别。因为我看到当时国内学界各种观

点十分混乱，市场经济正在初创，而创建与市场经济相互配套的社会

互济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却远没有被广泛认知。不少人认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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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具有平衡和公平的作用，不需要社会性的福利制度；也有不少

人认为，社会保障就是部门福利的一种形式，将社会福利与部门人力

资源政策混为一谈。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社会保障工具就会被用于部

门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扭曲市场的一种力量。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把市场和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关系说清楚。

我记得有一次和父亲讨论学文和学史的差别问题。他说，文史相

通，文中有史，史中有文。比较起来，史中文更多，好的史学著作往

往同时又是好的文学作品，所以还是学史有意思。父亲偏爱文学，但

他却不主张我学文。我后来离开文史，进入经世致用之学，他摇摇头

说看不懂。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常常告诫自己和学生，写文章是

让人看的，无论写什么，都要想办法让人看懂。所以，在写枯燥乏味

的《福利的解析》时，我特意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一段住院经历，比

较几位来自不同单位的病友所享受到的“福利”，以此作为吸引读者

的出发点，进而逐步分解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的不同概念和责任方，

梳理中国人对于西方福利的误解，并介绍西方的福利制度体系。有些

读者告诉我，他们记得这个故事，由此而对社会福利的概念产生兴趣。

我在那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社会福利的机理是社会稳定和社会互

济，职业福利的机理是激励和吸引人才，两者不能相互混淆，属于社

会的福利应当社会化，属于单位的福利不应搭社会福利的便车，否则

会损害社会福利的社会公正性。简单地说，社会福利应当注重“雪中

送炭”，而职业福利就包含“锦上添花”的意思了。不少读者就记得

这个结论和那个住院的故事。

《福利的解析》出版以后，我开始承担了大量的研究所行政工作，

所以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跟踪研究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每年

都会写上一两篇相关题目的文章。对于欧洲联盟的研究也集中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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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偶尔利用出国开会的机会，到经合组织等机构去挖些新资

料，有了新发现就写些小文章。记得有一次我到巴黎经合组织的图书

馆，看到一本小书《私营养老金与公共政策》，是 1992 年出版的，

只有 42页，和我在《福利的解析》中探讨的问题有相似的视角。书

里讨论了私营的职业年金的国际比较，这使我想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国

家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欧洲大陆国家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高，多数人

不需要额外的私营职业养老金或个人养老金，也能有很好的晚年经济

保障。所以，在欧洲大陆国家，职业养老金远不及在美国那样普及。

在美国，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养老金计划，雇主和个人缴纳的这

些职业养老金通过管理运营进入资本市场，形成庞大的基金，在金融

市场上呼风唤雨，推动了 20世纪 80 年代的金融国际化。在美国享受

私营职业养老金的个人可以通过基金运营情况的报表，随时跟踪了解

自己的职业养老金资产的损益情况，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丁·瑞恩教授

把这种现象叫作“人民资本主义”或“大众资本主义”。他认为，由

于养老金制度的不同，美国资本主义通过个人储蓄养老金产生的动

力，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欧洲资本主义还停留在

集体福利的阶段。

既然私营职业养老金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应当去了解它。我问

百瑞·弗里德曼怎么入门，他推荐我去纽约的“雇主委员会”碰碰运

气。有一次到美国开会，我就抽空去了一趟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美国

雇主委员会”，说明来意后，对方摇了摇头说，雇主给雇员提供的职

业年金都是商业机密，不能公开，这也是竞争的需要。怕我不信，还

带着我在那层楼上逛了一圈，看到的净是些上了锁的大铁皮柜，都有

一人多高。我再仔细看了看经合组织那本书里的数据，竟然也没有完

整的数据，断断续续的，全无可比性。我知道经合组织有很强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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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做成这样就验证了我在“美国雇主委员会”看到的现象。

大资本家们要赚钱，将职业养老金作为激励机制，用于在市场上竞争

人才，所以是不会轻易公开这些数据的。

虽然这番努力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将已经学到

的知识写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篇名为《从欧美养老制度的异同看政府

的作用》的文章，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1999 年第 6 期上。文章

比较了欧美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里承担的责任的异同，认为欧洲国家

在养老保障领域承担的责任大于市场，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保

基本，对于更高层次和不同种类的养老需求，美国政府是通过制定财

税减免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利用市场来为更加充裕的个人养老保障

积累资金的。不仅如此，因为私营的职业养老金是“确定缴费”型的，

而且是全额积累的，所以自然就形成了能够左右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庞

大的养老基金和养老基金利益集团，这些养老基金还影响了美国资本

市场的发展。在美国，发达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成熟的基金

管理和监控体制，这些都有职业养老金的助力，也是职业养老金市场

化运作的必要条件，但职业养老金的盈亏并不是政府的责任。市场给

职业养老金带来的冲击一般由个人、家庭和企业消化，不关政府的事。

在欧洲，政府承诺了很多，也负担了很多。在欧洲国家的养老机制中，

附加养老金也是公共的，也是要由政府承担责任的。后来英国率先改

革制度，“撒切尔革命”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政府与“附加养老金”

脱钩，让个人自由选择市场提供的各种机会，作为补充养老的来源。

在当时，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公共养老金的占比在美国只有 29.78%

（1979），在德国却高达 54.14%（1981），结构性分野显而易见。

经合组织的研究显示，这种结构性的区别与社会公平无关，因为德国

退休老人的基尼系数几乎相等于美国同一年龄层老人的基尼系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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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于退休老人这个群体来说，高政府投入并不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

会公平。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与私营职业养老金

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而私营职业养老金的发展又与美国资本市场的

飞速发展密切相关。据美国劳工局统计，美国私人养老金的种类在

1946 年以前只有 7311 种，到了 1989 年就达到了 80万种。金额储备

也从 1950 年的 130 亿美元发展到 1989 年的 1.836 兆美元。

上述这类的小研究总是能吸引我的兴趣。有一次，我应《欧洲研

究》编辑部主任陈志瑞之约，写一篇有关欧洲联盟社会政策的文章。

我当时的外事活动繁多，行政事务也很繁忙，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偶

尔看到一些有关欧洲联盟社会政策的评论，总感觉不大合乎逻辑。陈

志瑞的约稿恰好给我了一点清理欧盟社会政策来龙去脉的动力。我抓

了几天的空隙，在欧盟网站查找与社会政策相关的法律和条例，从欧

共体时期开始查起，结果发现过去的很多认识并不正确。社会政策从

欧共体建立伊始就是欧洲建设者们考虑到的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仍然没有形成欧盟层面的社会保障机制，已有的政策都是为了

适应市场发展而制定的劳动力基本保护措施，而且欧盟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没有建立统一社会保障机制的计划和雄心。所以，很多欧洲学

者批评欧盟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正确认识欧盟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理解欧盟

到底是怎样一个政治体制很重要。毕竟，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

广泛的社会认同，涉及社会再分配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实行不起来的。

欧盟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的“开放性协商方式”正好说明了欧盟政体

的不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说明欧盟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其实是

很弱小的。尽管欧盟成员中有不少都是世界上典型的福利国家，但这

并不意味着欧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福利联盟”。和美国推动的“新



7

自由主义”比起来，欧盟是保护主义的，而和欧洲福利国家比起来，

欧盟又是自由主义的。所以，欧盟左右不逢源，受到来自极左和极右

的双重反对和挤压。通过这项研究，我一再告诫年轻人，写文章一定

要刨根问底、追根溯源，要使用第一手材料，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千

万不要只看别人怎么评论就开始写文章，一定要看原始材料里是怎么

说的，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别人的评论只能做参考用。中国的社

会科学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在这个阶段编译出版各种书籍对于普及知

识是重要的，但是要想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不能只靠编译，

还需要敢于碰硬，哪怕是在很小的领域，在很小的问题上，开始进行

独立的研究。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03.08,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欧研究

所研究员）


